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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网络对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基于２００９年Ｘ市农民

工调查数据，本研究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市民亲属关系、市民非亲属关

系和非市民关系，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辨析为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

理融合等三个维度，并分析农民工—市民网络与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发

现，市民非亲属关系对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的、不可替代

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经济融合的影响有限。农民工—市民网络对社会融合

各维度的不均衡作用有可能导致农民工长期陷入城市社会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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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网络对国际国内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作用。当迁入地与
迁出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差异很大或迁入地社会对移民极不友
善时，社会网络的作用尤其重要（Ｚｈａｏ，２００３）。对国际和国内移民的研
究发现社会网络对移民的就业、职业阶层和收入等经济后果（李树茁
等，２００７；Ｍｅｎｇ，２０００；Ｚｈａｏ，２００３；Ａｍｕｅｄｏ－Ｄｏｒａｎｔｅｓ　＆Ｍｕｎｄｒａ，２００７）
和非经济后果（Ｌｕｂｂｅｒ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都具有显著作用。作为史上规
模最大的流动劳动力，农民工普遍面临着制度性歧视和城市社会“妖魔
化”贬损，他们还远未能融入城市社会。在正式制度支持缺位的情况
下，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更显重要。在国际国内移民研究
中，学者们更加关注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先赋”资源对移民生活的影
响，而针对移民的移民—居民网络，即移民在迁入地社会逐渐与当地原
住居民所建立的新的社会联系，这一“后致”资源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
在移民从迁出地社会迁入到陌生的迁入地社会之初，亲缘关系和地缘
关系对其社会融合的作用相当重要，但随着居住和工作时间的推移，嵌
入在移民—居民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将成为移民社会资源的重要来源。
移民—居民网络反映了移民在迁入地社会重构社会网络的能力，对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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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作用。移民—居民网络是适合各类移民群体的
一般性称谓，鉴于本研究对象为从农村流入城市务工或经商的农民工，

笔者将使用“农民工—市民网络”这一本土化称谓。利用农民工调查数
据，本研究将就“农民工—市民网络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具有什么作
用”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１．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２００８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２２　５４２万人［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ｗａｓ４０／ｇｊｔｊｊ＿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ｄ＝％Ｃ５％Ａ９％Ｃ３％Ｆ１％Ｂ９％Ａ４％
Ｃ８％ＣＢ％ＣＡ％Ｆ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ｄ＝６６９７＆ｒｅｃｏｒｄ＝９。

一、研究背景

大规模农村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务工已经持续２０余年。由于数
据收集的困难和流动人口定义的不一致性，目前关于农民工的数量还
没有一个确切数字。但毋庸置疑，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力
流动（Ｚｈａｎｇ　＆Ｓｏｎｇ，２００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
日，中国有２．２５亿农民工，其中６２．３％的农民工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
以外就业１。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和城市社会互动的重要桥梁，为中
国两个原本相对封闭社会的融合提供了新契机（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但大部分农民工仍是城市社会的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还远未能

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Ｗ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农
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与户口制度有关。户口将中国居民分为城市人
口和农村人口，户口差异决定了人们享有不同的权利和社会福利。持
有农业户口的广大农村人口几乎被排除在城市人口所能享受的就业、住
房、子女教育、养老和医疗等各方面社会福利政策之外，最终导致城市居
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显著优于农村居民（Ｃｈａｎ　＆Ｚｈａｎｇ，１９９９）。这种“城乡
分治，一国两策”（陆学艺，２０００）户口制度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形
成了“一个国家，两个社会”的局面（Ｃｈａｎ，１９９４）。改革开放以来的户籍制
度改革仍不足以使农民工及其子女实现户口转换成为合法的城市居民

（Ｃｈａｎ　＆Ｚｈａｎｇ，１９９９）。这意味着他们仍然无法享受到当地市民所享有
的权益和社会经济福利。他们大部分就业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城
里人不愿意从事的“脏、累、险”工作，被排除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在城
市，农民工与市民形成了明显的隔离。农民工经常遭受市民的歧视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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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会的“妖魔化”贬损，成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和首选的排斥对象
（王春光，２００６）。

１．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２００６．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
定［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０７－０１／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３７７１３．ｈｔｍ。

一直以来，农民工被看做是为了“挣钱”来到城市的“匆匆过客”，一
旦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就会回到农村。然而最近研究表明，新生代农
民工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甘作城市的“过客”，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他们年轻，受教育水平高，缺乏农业生产经验，向往城市生活，更希望永
久定居到城市（王春光，２００１；Ｌｉ，２００６；Ｙｕ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这对以“过
客”为假设前提的现有公共政策体系提出了挑战，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
社会融合问题极具紧迫性。“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纳入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政府人口工
作的重点１。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工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迁移到现代工
业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大量分布在沿海和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生活在
一个更加同质的社会里面，与国际移民相比，在农民工与市民融合的过
程中，没有种族、肤色障碍，也几乎不存在宗教信仰障碍，农民工所面临
的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也不如国际移民那么大。

二、移民网络与社会融合

（一）从移民网络到移民—居民网络
“移民网络是移民通过亲属、朋友或同乡等关系与迁出地居民（包

括从未曾发生迁移的居民和曾经迁移而后返乡的居民）和迁入地居民
（包括迁入的移民和当地的原有居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的总和”
（Ｍａｓｓｅｙ，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４４８）。嵌入移民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降
低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各种风险，有助于移民在
迁入地社会的适应、就业和融合 （Ｍａｓｓｅ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Ａｍｕｅｄｏ－
Ｄｏｒａｎｔｅｓ　＆Ｍｕｎｄｒａ，２００７；李树茁等，２００７）。在移民网络的定义中，移
民－居民网络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已有研究往往更加关注移民
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等“先赋”资源对移民生活的影响，未对移民在迁
入地逐渐建构起来的移民—居民网络这一“后致”资源给予应有的关
注。移民从一个熟悉的社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陌生的社会往往处于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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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移民—居民网络是十分可贵的异质性社会资源。笔者将研究农
民工从农村的“熟人”社会步入城市这个完全陌生而又极不友善的“生
人”社会后，把生人变成熟人，构建农民工—市民网络这种“后致”资源
的开拓能力，以及这种“后致”资源对他们城市社会融合的影响。

（二）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定义与维度
在关于移民群体与当地社会的互动过程研究中，社会融合１是普

遍应用的概念之一。农民工与国际移民在流入地的弱势群体地位是相
似的，他们在社会融合过程中面临许多类似的困难，西方社会融合理论
对研究农民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借鉴美国学者（Ａｌｂａ　＆Ｎｅｅ，

２００５）对美国国际移民融合的定义，笔者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定义为
“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差异的消减”。原因在于：其一，这个定义明确
了农民工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两类行动者，即农民工和市民；其二，“差异
的消减”是对移民社会融合内涵的准确把握。

１．在英文文献中，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和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等
都可以译作“社会融合”。研究者对这几个概念的界定略有差别，但就广义的应用而言，更多
的时候可以互换使用。

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即差异的消减表现在多个方面。Ｍ．
戈登最早基于“同化”的概念对社会融合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划分，包括文
化融合、结构融合、婚姻同化、认同性融合、态度接受、行为接受和公共事
务融合（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６４）。其中，文化融合和结构融合差别最大。Ｍ．戈登
认为，文化融合是指移民逐渐掌握当地社会语言、适应当地着装习惯和
生活习惯，包括价值观和规范的过程。在Ｍ．戈登看来，移民首先通过文
化融合开始他们在新环境中的调整过程，文化融合排在移民社会融合日
程表的前列。结构融合指的是移民群体开始大规模与迁入地社会成员
建立关联，参加各种活动、进入各种俱乐部和机构，结构融合标志着社会
融合过程的成熟。文化融合不一定必然引导移民进入下一个融合阶段。
然而，一旦移民实现了结构融合，社会融合的其他阶段将不可避免地发
生。认同性融合是社会融合过程的另一个阶段，被定义为“放弃其他一
切身份，逐渐地认为自己仅仅是迁入地社会群体一员的发展过程”。
在对美国国际移民的研究中，早期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移民终将逐

渐融入美国社会的“熔炉”中，社会融合只是在美居住时间和移民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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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次的函数。但伴随１９６０年代以后非欧洲裔移民的到来，种族差异的
持续存在、移民后代融合模式的多样性对同化理论提出挑战。在这样
的时空背景下，基于不同移民群体在文化融合和经济适应上的差异，波
特斯和周敏提出了区隔融合理论（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辨识出社
会融合的三种模式（Ｐｏｒｔｅｓ　＆Ｚｈｏｕ，１９９３）。由于移民的迁出地和迁入
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和移民个体因素影响，移民的社会融合水平在
不同维度上可能是非同步的，因此 Ｍ．戈登、波特斯和周敏对社会融合
维度的辨析有助于揭示移民社会融合的途径和模式。
与国际移民相比，农民工生活在更为同质的社会里，农民工的社会

融合几乎不涉及种族、肤色、宗教等障碍的逾越，因此 Ｍ．戈登的融合
框架显得过于复杂了。笔者认为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最大困难在于克服
制度歧视，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一旦他们实现了社会经济地位
的提升，婚姻、态度、行为和公共事务融合不过是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
伴生物。而波特斯和周敏的理论仅包括经济维度和文化维度，忽视了
身份认同等维度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文
化层面、社会经济层面和心理层面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分为三个重要
维度：文化融合（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或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社会经济融合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和心理融合（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将不同维度纳入一个分析框架有利于揭示农民工社会融合途径和模式。
基于对定义和维度的讨论，笔者将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完整表述为
“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文化、社会经济地位和心理等方面差异的消减”。
文化融合的经典定义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们在不断地发生接

触后，其中一个群体或者所有群体的原有文化特征发生变化的现象”
（Ｒｅｄｆｉｅｌｄ，ｅｔ　ａｌ．，１９３６：１４９）。与 Ｍ．戈登的文化融合内涵基本相同，
主要指不同群体在语言、着装、情绪表达、日常习惯、价值观和规范等方
面的变化。对农民工而言，文化融合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进城务工所带来
生活方式和谋生手段的彻底改变，“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Ｉｎｋｅｌｅｓ　＆
Ｓｍｉｔｈ，１９７４），实现从“农民”到“工人”，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是
文化融合最关键的一步。另外，迁入地语言的掌握是衡量移民社会融合
程度的重要指标（Ｍｙｅｒ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在中国，尽管普通话是全国通用
语言，对当地方言的掌握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
社会经济融合是社会融合的另一个重要维度。社会经济融合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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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流社会中和自己社会经济背景相当的阶层相比，移民能够获得这
个阶层的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平均水平的社会经济地位（Ａｌｂａ　＆Ｎｅｅ，

１９９７：８３５）。测量指标通常包括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和房
产的拥有等（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２００１；Ｍｙｅｒ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由于农民工身处次
级劳动力市场，有研究发现，在控制教育、年龄和性别等社会人口变量
后，城市居民从事较高阶层职业的可能性是农民工的３倍（Ｙａｎｇ　＆Ｇｕｏ，

１９９６）。这说明农民工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不仅仅是由农民工人力资
本的缺失和农民工特有的社会经济特征造成，原因植根于与户口有关的
一系列制度歧视上（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Ｌｉ，２００６）。

１．在法理上他们还不是市民，但在事实上他们已经是了，尽管他们大多数最终没能定居下来。

心理融合指的是移民群体逐渐在心理和感情上对迁入地社会成

员身份的认同，并建立起对迁入地社会的归属感。若移民群体在心
理和感情上对迁入地社会还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即使他们的文化
和社会经济方面融合水平很高，也不能说明他们已经完全融入迁入
地社会。心理融合的实现，足以说明移民已经逐渐在生活上自觉地
或不自觉地开始遵守迁入地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Ｎｅｓｄａｌｅ　＆
Ｍａｋ，２０００：７２２）。身份认同被认为是心理融合的一个重要维度
（Ｗａｌｔｅｒ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借鉴王春光（２００１）的研究，笔者认为在中
国情景下，农民工对户籍制度所强加的“农民”身份认可情况某种程
度上从相反的方向反映了农民工对自己事实身份即市民身份的认同

情况１。“感知融合”（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是一个可以适用于各类群体
的概念，其中一个维度为“归属感”，即“个人对某个群体的归属感”
（Ｂｏｌｌｅｎ　＆Ｈｏｙｌｅ，１９９０）。考察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是测度心理融
合水平的一个合适指标。
社会融合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笔者基本认同 Ｍ．戈

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６４）和杨菊华（２００９）的观点：文化融合是移民在社会融
合过程中首先经历的，在移民社会融合日程表上具有优先权；社会经济
融合是“结构融合”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实现社会经济融合是移民完成
社会融合最关键的一步，社会经济融合的实现标志着融合过程的成熟。
与文化融合和社会经济融合相比，心理融合是最高层次的社会融合，意
味着移民社会融合过程的完成。理论上，文化融合和社会经济融合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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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都将有助于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实现。

（三）移民—居民网络与社会融合
为什么移民—居民网络会对社会融合产生影响？移民网络是移民

的社会资本的来源。林南（２００５）的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了一般性的理论
解释，这种作用来自信息、影响、社会信用和强化等四种效用。由于移
民融合本质上是关于移民与迁入地社会居民关系的研究，另外一个可
能的理论支撑是关于组间关系的“接触假设”（ｃｏｎｔａｃ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一
个群体的成员与另一个群体成员建立的“愉快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消除
他／她原来持有的对另外群体的负面看法，并促使负面看法向正面看法
转变（Ａｉｒｐｏｒｔ，１９５４）。与由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构成的“先赋”网络相
比，后致的移民—居民网络是十分可贵的异质性社会资源，在移民的社
会融合中可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５种效应，即信息、影响、社
会信用、强化和接触可能是移民—居民网络对移民社会融合产生重要
影响的原因。
笔者认为“信息”效用和“接触假设”可能是导致移民—网络居民对

农民工文化融合产生影响的原因。移民与本地市民进行交往为双方了
解对方文化提供了契机，交往带来了不同语言、日常生活习惯、价值观和
规范等交流。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联系，将有助于双方相互理解，
两个群体的交流会促进文化交融。从农民工的视角出发，有研究发现农
民工与市民所建立的朋友关系使得农民工对市民持更加正面的看法，
这种关系同时促进了农民工与市民融洽相处（Ｎｉｅｌｓｅｎ　＆Ｓｍｙｔｈ，２００７）。
影响移民“社会经济融合”的研究一直是移民网络研究的重点。社

会资本理论的“信息”、“影响”、“社会信用”和“强化”效用都可能是社会
网络对移民社会经济融合产生影响的原因。在美国，与社会网络状况
不佳的移民相比，拥有良好社会网络的移民往往能顺利融入美国社区
（Ｂａｉｌｅｙ　＆Ｗａｌｄ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１）。对于刚刚到达迁入地社会的移民，良好的
社会网络为他们提供了情感和文化支持，以及其他资源，比如提供临时
住处和各种就业信息甚至推荐工作。对墨西哥移民的研究发现亲属网
络和朋友网络对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收入的提高都具有正向作用

（Ａｍｕｅｄｏ－Ｄｏｒａｎｔｅｓ　＆Ｍｕｎｄｒａ，２００７）。在中国，已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亲
属和朋友对农民工第一份工作的获取具有重要作用（Ｍｅｎｇ，２０００；Ｚｈａｏ，

２００３）。李树茁等（２００７）则发现农民工在获取首份工作中对业缘和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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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弱关系的使用，有助于获得职业阶层较高的工作。尽管上述论述均未
涉及移民—居民网络，但由于移民—居民网络在“信息”、“影响”、“社会
信用”和“强化”等效用上较其他网络资源明显具有优势，因此有理由期
待农民工—市民网络在农民工的社会经济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

“强化”效用可能是移民—居民网络对农民工的心理融合产生影响
的内在机制。群体内成员频繁的交往和亲密关系的建立均有利于成员
与整个群体产生正面的感情联系（Ｐａｘｔｏｎ　＆Ｍｏｏｄｙ，２００３），最终使个体
对整个群体产生归属感。已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学校中的青少年、
移民的身份认同均具有重要影响 （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　＆Ｐａｌｓ，２００５；Ｌｕｂｂ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而针对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城市市民为农民工提供的社
会支持对他们的身份认同没有显著作用（王毅杰、高燕，２００４）。笔者将
在本研究中对此进行再次检验。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底与Ｘ

市合作组织实施的农民工调查。Ｘ市是福建省下属的一个东南沿海城
市，尽管普通话是官方语言，但在Ｘ市周边，闽南话仍被广泛应用。Ｙ
区，作为Ｘ市下属的一个区，２００８年Ｙ区总人口数为７０．９８万，其中户籍
人口１９．５８万（２７．５９％）；外来人口５１．４０万（７２．４１％）。１作为福建省流
动人口比例最高的区，Ｘ市Ｙ区是农民工调查的理想之地。

１．Ｘ市Ｙ区人民政府．２００９．Ｙ区概况［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ｌｉ．ｇｏｖ．ｃｎ／ａｂｏｕｔＵ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ｓｐｘ？

ａｒｔｉｃｉｄ＝１。

调查对象是１５周岁以上、持有农村户口的Ｘ市外来务工人员。
尽管没有抽样框可用，但在调查实施过程中试图覆盖农民工从事的所
有典型行业，调查采用宽松的配额（ｑｕｏｔａ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抽样方法。预定的
样本量为１　５００，每类农民工的最低样本要求为２００。为了提高样本的
代表性和多样性，调查分别在社区和单位进行，分别称为“社区农民工”
和“单位农民工”。把总样本的１／３（即５００）分配到单位调查中，２／３（即

１　０００）分配到社区调查中。笔者试将调查样本尽量全面覆盖农民工工
作的典型行业，并保证男性和女性具有相对均匀的分布。单位调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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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个单位进行，包括服装厂、电子厂、机械制造厂、健身器材制造厂、建
筑工地和娱乐中心各１家，总计获得４８９个有效样本，其中１７％来自
服务业，５５％来自制造业，２８％来自建筑业；男性农民工比例为６０％。
在社区调查中，预订总样本量（１　０００）被平均分配到５个街道中，即每
个街道的社区农民工预定样本量为２００，又分布到１５个社区。在排除
不合格样本后，社区调查实际完成１　０１８个有效样本。最终，总计获得

１　５０７个样本。统计显示１６％为自雇就业者，３７％受雇于制造业，３２％
受雇于服务业，９％受雇于建筑业，６％为其他情况就业。调查样本中

８０％以上的农民工年龄在１６－３５岁之间，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０
年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１。非等概率抽样不可避免地导致收集数据有
偏，限制了关于“分布”结论的推广。但鉴于样本量较大，并且在职业和
年龄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差异性，数据还是适合做因果关系分析研究的。
农民工的“流动”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数据有偏。对于横向截面数
据而言，任何时点所获得的调查数据都不是最初进城农民工的代表样
本。那些很早就进城的农民工，或因找不到工作、不适应城市生活，或因
实现了预期的务工目标，获得了预期收入，已经回流到家乡了。另一方
面，少数非常成功的农民工则定居到了城市。这种累积效应会导致调查
样本可能更多地代表了那些比较成功的农民工。但仅有个别农民工最
终能够定居城市，这种偏差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

１．中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０．２００９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ｔｊｆｘ／ｆｘｂｇ／ｔ２０１００３１９＿４０２６２８２８１．ｈｔｍ。

（二）变量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是主要变量。同时，笔者把可能影响农民工社会

融合的其他变量分为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两个类别。

１．社会网络
在调查中，请调查者提供“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由于私事而不

是工作的原因与您经常联系（通过见面、电话、短信或邮件）的家人或
亲属、老乡和朋友”的数目，并提供相应类别中“Ｘ市市民”的数目。
笔者试图通过“私事”和“经常联系”的限制获得农民工在城市的“家
人”和“熟人”的“关系圈子”。首先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市民关
系和非市民关系。市民关系是本研究的重点，笔者将其细分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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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关系和市民非亲属关系。由于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亲属关系，
即“家人”关系，大多是在农民工迁移之前就确定的关系，是一种“先
赋”资源，而且这种关系的形成具有偶然性；另外，家人和熟人是两种
不同类型的关系，其互动规范分别为需求法则和人情法则，在社会行
为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必要加以区分（Ｈｗａｎｇ，１９８７）。最终，笔
者认为农民工社会网络包括市民亲属关系、市民非亲属关系和非市
民关系三类，其中非市民关系囊括了农民工绝大多数的亲缘关系和
地缘关系。分析中，市民亲属关系、市民非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均
被操作为二分类变量。此外，笔者采用“定位法”（Ｌｉｎ　＆Ｄｕｍｉｎ，

１９８６），参考边燕杰和李煜（２００１）在拜年网中的测量方法，请被访者
回答“在Ｘ市，您的亲属、朋友和熟人”中有没有从事所列出１８种职
业的人（见表３），并回答其中有没有Ｘ市市民。

２．社会融合
笔者通过“现代性”和“对当地语言的掌握”来测度农民工的文化融

合。借鉴英克尔斯和斯密斯（Ｉｎｋｅｌｅｓ　＆Ｓｍｉｔｈ，１９７４）关于现代性的研
究，结合农民工的实际情况，从中选取大众传媒、妇女地位、个人效能、
计划性和时间评价等５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中选取了１个题项并进行
了改编。最终通过如下５个题项来测度现代性：（１）对于大众传媒，通
过“您经常从报纸或互联网上获得新闻和信息吗”来测量（１＝从不，２＝
偶尔，３＝经常）；（２）对妇女地位，通过农民工对“与女孩相比，应该让男
孩多读些书”的看法来测量（１＝赞成，２＝无所谓，３＝反对）；（３）个人效
能通过“您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主要靠什么”来测量（１＝主要靠运气，２＝
一半努力一半运气，３＝主要靠自身努力）；（４）计划性，通过“您在多大
程度上愿意提前安排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来测量（１＝事情来
了再说；２＝仅在很少几件事情上做事先计划；３＝大多数事情都事先仔
细地安排）；（５）对时间的评价，通过“您与朋友约好时间见面，您认为朋
友多少分钟后不到就算迟到”来测量（１＝半小时以上，２＝五分钟到半
小时，３＝五分钟以下）。将５个题项的分数加总后取均值，分数越高，
表明现代性越高。根据农民工是否会说闽南话，“方言掌握程度”被操
作化为二分类变量。
本研究通过月均收入、房产拥有和职业阶层３个指标来测度社会

经济融合。收入被定义为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房产拥有和职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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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被操作为二分变量。

１．农民工往往是城市的临时居民，并且常常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他们需要融入的
是城市社会，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城市，因此在这里测量的是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而非“Ｘ市”
这个具体的城市。

２．年龄采用分类变量，包括１６－２４岁、２５－３４岁和３５岁及以上三类，该变量一方面反映了
年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反映农民工代别（即新生代和老一代）对社会融合的影响。

３．对国际移民，研究者经常用移民在迁入国所获得的受教育水平反映移民的社会经济融合
状况。但对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在流出地完成的，因此，本研究仅将其作为个
人因素放在控制变量中。

笔者利用 “感知融合量表”和“非农身份”来测度农民工的心理融
合。以Ｂｏｌｌｅｎ和Ｈｏｙｌｅ（１９９０）的量表为基础，笔者在措辞上做了一些
微调，“城市归属感”量表最终包括以下３个题项１：（１）我感觉我是属
于城市的；（２）我觉得我是城市的成员；（３）我把自己看做是城市的一部
分。３个题项均要求被访者用５级Ｌｉｋｅｒｔ量表从“１＝完全不同意”到
“５＝完全同意”来回答。分析中将３个题项的得分加和取均值，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为０．７８８。借鉴已有研究（王春光，２００１；王毅杰、

高燕，２００４），通过题项“您觉得自己还是不是农民”来测度农民工的身
份认同（见表１）。

３．个人特征与流动特征

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２、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３和民族。

在研究中，试图通过省内迁移、迁移时间、工作份数、工作时间和经常返
乡等５个指标反映农民工个体的流动特征（见表１）。

（三）分析策略
首先，笔者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

然后，通过与市民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作用的比较，重点分析了市民
非亲属关系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作用，依据因变量的类型，对连续变量
和分类变量分别采用ＯＬＳ模型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进行分析。心理融合是
最高层次的社会融合，文化融合和社会经济融合的实现都将有助于农
民工心理融合的实现。在对农民工—市民网络对心理融合作用的分析
中，笔者将把文化融合和社会经济融合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来检验
农民工－市民网络对社会融合影响的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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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赋值 Ｎ　 Ｍｅａｎ　 Ｓ．Ｄ．

社会网络

　市民亲属关系 １＝有市民且为亲属或家人，０＝无 １　４８６　 ０．３２ －

　市民非亲属关系 １＝有市民且为朋友，０＝无 １　４８４　 ０．３９ －

　非市民关系
１＝非市民数量比其均值大１，０＝其他
数量 １　４７８　 ０．３１ －

文化融合

　现代性 现代性量表平均值（１－３） １　４５８　 ２．４１　 ０．３１

　方言掌握程度 １＝能说闽南话赋值，０＝不会说闽南话 １　５０６　 ０．２９ －

社会经济融合

　收入 月均收入取对数（２．４０－４．７０） １　４５２ａ ３．２４　 ０．２２

　房产拥有 １＝拥有房产为１，０＝无房产 １　５０７　 ０．０２ －

　非体力劳动者
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
企业主或专业技术人员，
０＝其他职业

１　４８５　 ０．０２ －

心理融合

　城市归属感 感知归属感量得分均值（１－５） １　５０４　 ３．５４　 ０．７１

　非农身份 １＝不再是农民，０＝是农民 １　５０３　 ０．４３ －

个人特征

　男性 １＝男性，０＝女性 １　５０７　 ０．６０ －

　年龄 ３５岁及以上为参照组

　　１６－２４　 １＝１６到２４岁，０＝其他年龄 １　５０３　 ０．３５ －

　　２５－３４　 １＝２５到３４岁，０＝其他年龄 １　５０３　 ０．４３ －

　已婚 １＝初婚或再婚，０＝其他 １　５０５　 ０．４６ －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１＝初中，０＝其他教育程度 １　５０４　 ０．５０ －

　高中及以上
１＝高中（含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
０＝其他教育程度 １　５０４　 ０．４２ －

　少数民族 １＝少数民族，０＝汉族 １　５０５　 ０．０３ －

流动特征

　省内迁移 １＝来自福建省内，０＝省际迁移 １　５０７　 ０．５６ －

　迁移时间 务工年数加１后取对数（０－１．５６） １　４８８　 ０．７２　 ０．３７

　工作份数 所从事过的工作的份数（０－２０） １　４８０　 １．８５　 １．５４

　工作时间
１＝每周工作６０小时及以上，
０＝每周工作６０小时以下 １　５００　 ０．４７ －

　经常返乡
１＝回老家次数在每年４次及以上，
０＝每年４次以下 １　５０１　 ０．２０ －

　　注：ａ．收入为０的４０个样本在模型中被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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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与讨论

（一）社会网络
表２给出了３类关系的规模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农民工拥有市民

亲属关系和市民非亲属关系的比例均不高，其社会网络成员主要以非
市民关系为主。在拥有市民亲属关系和市民非亲属关系的农民工中，
网络规模为１和２所占的比例较高。根据表２中的数据计算可知，近

１　５００名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成员中，Ｘ市市民（包括亲属和非亲属）共有

３　９５０１位，其中４７％为亲属关系，５３％为非亲属关系。这说明市民非
亲属关系的比例略高于市民亲属关系。非市民关系的规模分布与市民
亲属关系和市民非亲属关系正好相反，几乎所有农民工都有市民亲属
关系、市民非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平均规模分别为１．２６、１．４０、

２０．０７。这充分说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农民工－市民网络所占比例
还有限，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成员仍以非市民关系为主。

１．市民关系中，样本数乘以均值之和，即１．２６×１　４８６＋１．４０×１　４８４。

表２：农民工社会网路中的三类关系的规模分布

规模分布
市民关系（％）

亲属关系 非亲属关系

非市民关系
（％）

　０　 ６７．７７　 ６１．３２　 ０．６１

　１　 ７．３４　 １０．３８　 ０．４７

　２　 ８．９５　 ９．２３　 １．５６

　３　 ４．７８　 ６．０６　 １．８９

　４　 １．８２　 ２．１６　 ２．５０

　５　 ３．５７　 ４．１１　 ３．３２

　６及以上 ５．７７　 ６．７４　 ８９．６５
均值（人） １．２６　 １．４０　 ２０．０７
标准差 ２．９８　 ２．７７　 １８．９３
样本数 １　４８６　 １　４８４　 １　４７８

　　表３显示了农民工—市民网络中市民网络成员和非市民网络成员
的职业分布情况。从农民工市民网络成员的职业分布来看，在问卷所
涉及的１８种职业中，司机、营销人员、中小学教师、产业工人和企业负
责人所占比例排在前列，除了中小学教师这一职业外，比例较高的几类
职业大部分是商业企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可见，业缘关系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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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与市民建立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与农民工的非市民网络成员的职
业分布相比，市民网络成员在一些较高阶层的职业（如法律工作人员、
大学教师、政府机关负责人、行政办事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和企事
业负责人等）分布比例上具有优势，而非市民网络成员在一些职业阶层
较低的职业（如家庭保姆计时工、饭店餐馆服务员、产业工人和营销人
员）分布比例上大于市民网络成员。一个人的职业阶层越高，其所具有
的财富、资源和权力就越多。市民关系可能要比非市民关系对农民工
在城市的社会融合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农民工—市民网络
的成员仍以城市社会的中下层劳动者为主。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社会
网络建构过程中等级制结构的约束造成的：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底层，
所拥有的资源比较匮乏，所以，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较高阶层建立社会联
系的机会受到约束。

表３：农民工－市民网中市民关系及非市民关系的职业分布
职业类别 市民关系 非市民关系

市民比例小于非市民比例

　科学研究人员 ０．７０　 ０．９９
　家庭保姆计时工 １．３１　 ３．０１
　护士 ３．２４　 ４．０８
　饭店餐馆服务员 ４．２０　 １０．３０
　厨师、炊事员 ７．２６　 １０．８０
　产业工人 ７．８７　 １２．３６
　营销人员 ９．３６　 １０．３８
市民比例大于非市民比例

　法律工作人员 ２．７１　 ２．５５
　经济业务人员 ３．２４　 ３．０５
　大学教师 ３．８５　 ２．１５
　政府机关负责人 ３．８５　 ２．２０
　行政办事人员 ４．２０　 ２．６１
　工程技术人员 ５．２５　 ４．５０
　医生 ５．９５　 ４．３９
　民警／警察 ７．３５　 ３．６０
　企事业负责人 ７．７９　 ４．６３
　中小学教师 ８．８４　 ５．６６
　司机 １３．０４　 １２．７３
　职业类别累计总次数ａ １　１４３　 ４　５５５
样本量 ４５３　 １　０７３
注：ａ．若农民工在某一职业上的市民关系或非市民关
系有２个或２个以上，仅按１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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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融合
表１的分析可以发现，整体上大部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状况并不

好。从文化融合来看，农民工的现代性平均得分２．４１；仅有２９％的农
民工会说闽南话。就社会经济融合而言，近半年农民工月均平均收入

２　０３３元，中位数为１　６００元；仅有２．０％的农民工拥有房产；仅有２．０％
的农民工从事非体力劳动。从心理融合来看，城市归属感平均得分为

３．５４；尽管农民工所从事的实际工作已经不再是农林牧渔业的生产，但
仍有５７％的农民工认同户籍制度所强加的“先赋”身份，即农民。综合
来看，当前大部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状况并不理想，只有极少数成功的
农民工在某些方面已经基本融入了当地社会，农民工群体内部在社会
融合上的差异性比较大。

（三）农民工—市民网络与社会融合
表４提供了农民工—市民网络对社会融合作用的回归结果。研究

发现市民亲属关系仅对农民工的方言掌握、房产拥有和收入有显著影
响。社会网络中拥有市民亲属关系的农民工能说闽南话和拥有房产的
发生比分别是没有这种网络资源农民工的１．３５倍和３．２１倍，并且拥
有市民亲属关系对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通过对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５、模型６和模型７的分析可以发现，拥

有市民非亲属关系的农民工的现代性程度显著高于没有这种社会资源

的农民工；前者在城市归属感方面显著高于后者；前者会说闽南话、从
事非体力劳动和认同自己非农身份的发生比分别是后者的的２．１４倍、

４．６１倍和１．４５倍。本研究关于身份认同的发现与王毅杰和高燕
（２００４）的结论不同，他们发现“城市人支持”对农民工身份认同没有显
著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社会网络的操作化不同，笔者考
察的是农民工核心社交圈子中是否有城市市民，他们则考察农民工的
社会支持网络中是否有城市市民；二是，是否对市民亲属关系和市民非
亲属关系进行了区分可能会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市民非亲属关系和
市民亲属关系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有显著影响，而
后者则没有影响。
非市民关系对农民工现代性和他们对非农身份的认同产生显著影

响。在模型１中，非市民关系的显著影响表明，拥有非市民关系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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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工现代性的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笔者发现那些非市民关系规模
较小的农民工对非农身份认同的发生比是规模较大农民工的１．４２
（１／０．７０２）倍。这也许说明，若农民工社会网络构成的同质性较强，即农
民工的网络成员与其自身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的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其
中大部分都为农民或农民工）为主，则有碍于农民工对自己非农身份的
认可。
总的来说，与市民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相比，市民非亲属关系在

农民工社会融合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市民亲属关系对农民工本地
方言的掌握、房产拥有和收入具有显著影响。非市民关系对农民工的
现代性有促进作用，但对非农身份的认同有负向作用。而市民非亲属
关系则对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农民
工社会经济融合维度中的职业阶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民工收
入和房产拥有没有显著影响。这也许说明在制度歧视下，正式制度支
持之外的社会网络作用仍具有一定局限性。既有的制度体系将农民工
严格地限制在“次级劳动力市场”，是农民工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最大
障碍，尤其在对农民工的收入和拥有房产的影响上表现为刚性抑制，农
民工很难通过市民非亲属关系这一体制外的力量改变自己的收入和房

产拥有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农民

工—市民网络的构建可以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水平的提升，同时社会
融合的提升，比如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也可以帮助农民工打破网络构
建的等级制结构约束，为农民工提供了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市民建
立社会联系的机会。

五、结论

本文利用２００９年Ｘ市农民工调查数据，从移民—居民网络的视
角出发，基于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定义和维度的讨论，对农民工—市民网
络的现状及其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有助于从新的视
角对移民社会融合过程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基于农民工数据，本研
究验证了移民—居民网络对移民社会融合具有重要作用，但相关研究
结论有待在国际移民中进行检验。
首先，农民工—市民网络的规模还有限。农民工社会网络中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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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关系的数量显著高于市民关系。由于网络建构的等级制结构约束，
农民工—市民网络的成员主要为城市社会的中下层劳动者。这一发现
与以前的研究（李树茁等，２００８）结论是一致的，即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
网络仍然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
其次，农民工—市民网络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具有显著影响。与市

民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相比，市民非亲属关系在农民工的文化融合
和心理融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它们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
于农民工被户籍制度严格地限制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导致社会网络
对农民工社会经济融合的影响具有局限性。市民非亲属关系仅对农民
工职业阶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和房产的拥有
没有显著影响。在“一个国家，两个社会”的现实背景下，由于正式制度
支持的缺位，社会网络的构建对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合显得尤为重
要。农民工—市民网络的这种影响效果可能会导致社会融合水平在三
个维度上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状态。从长远来看，农民工—市民网络
对农民工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促进，使得农民工尤其是年青一代会
逐渐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对城市产生强烈的归属感，逐渐认同自己的非
农身份。较高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水平使得大部分农民工选择定居
城市。但在既定制度安排下，与文化融合水平和心理融合水平相比，农
民工的社会经济融合水平显得相对滞后，若其社会经济地位长期得不
到提升，最终有可能导致大部分农民工长期陷入城市社会底层。这些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网络是理解农民工社会融合模式和路
径的重要视角。
本研究发现具有比较重要的公共政策含义。其一，制度层面的改

革对提升农民工的社会经济融合水平至关重要。本研究发现农民工—
市民网络对农民工社会经济融合的影响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社会经济
层面的融合更多受到制度约束，所以政府应该进一步在社会保障、住
房、卫生和医疗等方面推行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
从制度上根除城乡差别，改善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从而促进农民工在社
会经济层面上的向上流动。其二，与社会经济融合相比，农民工－市民
网络对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对文化融合和心理
融合而言，制度的作用空间有限，仅通过制度建设恐怕难以有效地提高
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水平。因此，鼓励农民工和市民之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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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互动可能是提升农民工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水平的有效途径。政府
可以引导市民正确认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加强对农
民工的正面宣传，通过在社区、企业和学校等层面建立旨在促进农民工
和市民、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居民子女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一些项目，
鼓励并提高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参与，改善农民工及其后代在城市
的社会融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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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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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１）：１４９－１５２．

Ｗａｌｔｅｒｓ，Ｄ．，Ｐｈｙｔｈｉａｎ，Ｋ．，ａｎｄ　Ａｎｉｓｅｆ，Ｐ．２００７．“Ｔｈｅ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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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华．２００９．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Ｊ］．人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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